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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一词的由来与最早的“语文课本”

郭 戈

摘要：中小学“国语”“国文”改为“语文”，原意为“口头语”与“书面文”合

并，“听”“说”“读”“写”并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由叶圣陶领导下的教科书

编审委员会开始酝酿和提出，于1950年7月由教育部、出版总署正式发文作出决断。

中小学课本及课程标准首先采用，官方机构发布的全国教科书选用决定和附表遥相呼

应。从此以后，“语文”二字成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正式称呼、日常术语，

而“国语”“国文”的概念便在国人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不是业界的人很少提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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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引领

语文学科的历史并不长，自清末癸卯学制语文

独立设科以来，大概只有120年；“语文”一词也

并非新中国才有，但其作为学科名称的流行也只有

70多年。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文教育，只是语文

在学校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文史哲

综合性的学科进行教学的，学的内容是儒家经典、

文选读本。作为启蒙的读物是 “三百千千”，蒙学

之后要学习“四书五经”。清末废科举、兴学堂，

从日本引入新式课程和教材，才有“国文”一科，

但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文言文艰深难懂，与口语

脱节，不易学习，有很大的局限性，成为现代社会

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最大障碍。五四新

文化运动高唱“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提倡白

话文，反对文言文，于是民国政府教育部于 1920

年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小学学

的叫“国语”，中学学的仍叫“国文”。新中国成

立后，万象更新，课程要改造，教材也要革新，当

时主持这项工作、同时负责语文课程教材编订的叶

圣陶（1894—1988）经过多方研究，提出并决定

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

从此以后，语文课程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教材

的名字也变成了“语文课本”，规整为一个统编版

本，而且至今未变。这些便是语文学科和“语文”

二字演进的简单过程，也是“语文人”众所周知的

常识。这里就谈谈叶圣陶改“国语”和“国文”为

“语文”的一些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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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及时向全国供应

符合新中国需要的课本，无疑是学校教育迫在眉睫

的一件大事。为此，1949年4月教科书编审委员会

成立，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由叶圣陶任主

任，领导开国教科书的编订工作，审读各个版本的

教材，所定目录《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由

中央宣传部于1949年7月发布。从中可以看出，当

年秋季学期开学的“国文”“国语”版本、内容焕

然一新，但课程名称则一如既往。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入出版总署编审局，继续

由副署长叶圣陶担任局长，并新编了初、高中和

大学的语文课本，在1950年2月公布的教科用书选

用表中《中小学教科书审读补充意见书》，小学仍

称“国语”，中学仍称“国文”。但在当年7月，由

教育部、出版总署共同发布的关于全国秋季中小学

教科用书的决定，才第一次出现“语文课本”的字

样。其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由出版总署

编审局语文组（之前叫“国文组”）的宋云彬、朱文

叔等编写，《高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由北京大学

中文系魏建功、周祖谟等编写。两书均由新华书店

1950年8月出版（1951年后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修

订出版），并从1951年开始被确定为全国初、高中

语文科推荐的唯一通用教材（见图1）。其中，《初

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宣称：“说

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

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

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

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图1  最早出版的初、高中“语文课本”（1950）和小学“语文课本”（1952）

与此相一致，无论是新编的还是当时正在使用

的一些“国文”“国语”教科书，大都取名或改名为

“语文课本”。其中，较早的有1951年出版的华东人

民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毛效同等编写的《工

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4册，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

年2月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修订版）

与王泗原等编写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2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1952年则出版

了朱文叔、刘御等编写的《小学课本语文》（3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5月出版）与鲍永瑞、张星

五等编写的《农民语文课本》（4册，林汉达、辛安

亭校订，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出版）（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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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中，《小学课本语文》是最早的带有“语文”

字样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是为新实施的小学五年一

贯制而新编的，还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语文教材大

讨论，即所谓“刘吴（即刘御与吴研因）之争”。

图2  最早出版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1951）和农民 “语文课本”（1952）

新中国成立之时，由于各科教科书的供应是当

务之急，所以各科课程标准的制定工作是稍微晚

于教材编写工作的。1950年8月，教育部同时颁布

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0年7月

《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中还称“小学国语”）和

《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也分别提出了“小

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课程方案。自此以后，

中小学语文课程和教材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并

由课程教材带动学校教学，由教育界影响全社会，

“语文”一词很快通行全国，家喻户晓。

由此可见，“国语”“国文”改为“语文”的标

志和决定是在1950年的7月，最早是中小学课本及

课程标准首先采用，官方机构发布的全国教科书选

用决定和附表则遥相呼应。

二

以上是官方机构正式发布的情形。再看看叶圣

陶本人是怎么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后，叶圣陶完成了

1949年秋季学期开学教学用书的编审任务，便回

过头来，开始编订指导教科书编写的中小学课程标

准，既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总纲草案”（分别由

朱智贤、蒋仲仁起草初稿）审订工作，又做了“中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草案”（分别由宋云彬、朱文叔

起草初稿）审订工作。对于后者，《叶圣陶日记》

1949年有多处记载，如：

10月6日，上午。重行审订中小学语文课程标

准。会谈者五人，朱文叔、宋云彬、叶蠖生、蒋仲

仁及余。决以所谈结果，修改初稿，予以发表，发

表之时不名“草案”，而曰“课程标准初步意见”，

以征各方面之反应。

10月17日，竞日治杂事，修改余所拟之中学

语文课程标准，依据前此众人公商之意见。 

12月6日，上午，第一处开处务会议，余往参

加。处中现分语文、史地、教育三组，各为报告。

明年拟编小学中学语文课本全部。   

12月8日，下午，与少数同人会谈，讨论着手

编定初中语文课本之目录，及如何拟定大学国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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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之部之目录，以与北大清华两校同人共商。［1］

此外，还有当时语文课本主要编写者和现在研

究者的记载和结论。编审局一处处长兼语文组长、

具体负责大中小语文课本编写工作的宋云彬在日记

中，多次记载叶圣陶终审语文课本的事情，其中他

在1950年3月1日写道：“语文课文修改完毕六篇，

请圣陶作最后之审阅。”［2］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

材编研专家刘真福在《记新中国首套中小学语文课

本》（2018）一文中说：“1950年版新编语文课本

参与编写的人员有些是来自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

有些是来自国统区的学者、编辑等。其中有个人在

这套语文课本的编写工作中功劳最大，但未署名，

那就是叶圣陶。”［3］

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

步回忆了“语文”一词的由来，明确表明了是他在

编写中小学语文课本过程中提出和改变的：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

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

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

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

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

“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

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

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

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

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

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字之含义较“文学”为

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文中

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

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

亦与原意合矣。［4］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中小学“国语”“国文”

改为“语文”，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叶圣陶

亲自领导下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开始酝酿，具体于

1950年7月由他研究提出，并由教育部、出版总署

正式发文作出的决断。

三

叶圣陶在语文界享有盛名，被誉为中国现代语

文教育的“一代宗师”。叶圣陶一生成就非凡、贡

献很大，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教材事业的奠基

之功、开创之业。作为新中国教材机构——华北人

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出版总署副

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

社社长和总编辑的掌门人（1949—1965），叶圣陶

是当时几套中小学教材的总设计师、领导者和总把

关人。对于其中的开国语文教科书和之后的中小学

统编语文课本，他更是亲力亲为、带头研磨、精益

求精，甚至撰写部分课文（如《开国大典》《小小

的船》等）和序言（如《大学国文》等），立下了

为新中国教科书奠基的首功。其中，叶圣陶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主持编写中小学语文课本的过程中，决

定将流行几十年的小学“国语”、中学“国文”二

科合而为一，改称“语文”二字，是其辉煌教育生

涯的杰作之一，更是对语文及其教育的一个十分突

出的创造性贡献，不仅语文课程、教材、教学从此

焕然一新，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到说母语、学汉字、

讲中国话的每一个人。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国文”“国语”改

为“语文”的意义重大。叶至善说过：“以‘语文’

取代先前的‘国语’‘国文’，应该是一次划时代

的实质性的改革，绝不能看作仅仅是名称的变动

或统一。”［5］这样既将“国语”与“国文”合并、

“语体文”与“文言文”相加、“口头语言”与“书

面语言”连接，成为新兴中国百废待举、万象更

新、重建学科的一个范例，更承载了二十世纪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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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语文人”对于“语言”与“文字”或“文

学”乃至“文化”相融合，及其在中小学一体化教

育的探索和积累，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二十世纪后半

个世纪以及二十一世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发

展。尤其是在语文教学上，指引着我们从过去关注

语文学习工具形式，转变为对工具运用的关注上，

并且在确定了“语文”姓什么的基础上，进而明确

“语文”应该教什么，以及怎么教、如何学，包括

编好相应的课程标准、课本、教参等。因此，探寻

从“国文”到“国语”再到“语文”之路，明确语

文教育发展轨迹和脉络，不失为一条回归学科本意

和破解教学难题的有效路径。即便是“语文”名称

的变动过程及其起因、时间、地点、人物等，也不

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语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是“语言文字”的缩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火

如荼的“中国语文运动”即为此意，新中国初期

的“新语文改革”也是如此。如若说课程教材改称

“语文”完全无其影响，显然不是实事求是，但此

“语文”的确非彼“语文”也。正如叶圣陶所言，

实为“国语”与“国文”统一、“口头语”与“书

面文”合并，“听”“说”“读”“写”并重。

综上所述还可以看出，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编

纂对术语规范、固化、推广具有重要作用［6］。“语

文”二字的创立，很快成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

中的一个正式称呼、日常术语，从而影响了几代亿

万学子。与此同时，“国语”“国文”的概念就在国

人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不是业界的人很少会有人提

及它。

“语文”名称使用了70多年，尤其作为一门母

语课程的命名，已经在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积淀下

来，约定俗成了。至于当下仍有“没事找事者”、

不相信“语文”是语文的真名姓，谓之概念不准、

释义不清、缺失民族标识等，并要求重新命名。本

人之意，如同同人所言，实属“危言耸听”“玩弄

诡辩”“望文生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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